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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况“施通格”结构引起的问题∗

———兼论比较和比况

完 权

提要　 科学的比较，必然是系统比较，遵守对立统一原则；而比况，则是局部比照，走向极端就

是比附。 在探索汉语是否具有“施通格结构”的过程中，比况会引起两方面的问题。 比况“致
使交替式施格”，会把致使交替误作为施格，乃至把动结式比况为致使交替，导致违背施格语

言共性的问题。 比况“施格性”，会误以为汉语的基础句式是 ＶＳ ／ ＳＶＯ 格局，打乱了对汉语存

现句的系统概括。 面对汉语中看似施格语言的现象，应该从汉语造句系统出发，认识到以动

词为核心的基本小句在汉语中并不是典型范例，汉语重视状态和事态，而非动作事件。 汉语

动词的及物性不明显，才会出现施受同辞这样的现象。 汉语中更为本质而大量存在的句式是

并置句。 从演化的角度看，汉语句法保留了很多演化早期的特征，所以，在演化的晚近阶段才

产生的语法关系系统，无论是施格格局还是受格格局，从系统上就都不适用于汉语分析。
关键词　 施格 ／作格　 受格　 比较　 比况　 施受同辞

１． 导言

“区别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必须要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 汉语没有这种形态

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吕叔湘，１９８７）
“讨论汉语是施格型还是受格型，这样的比附看上去有点道理，但是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对

头，给人削足适履、隔靴搔痒的感觉。”（沈家煊，２０１９）
吕叔湘、沈家煊二先生论述的关键，是比况或比附。 这是举重若轻的说法，但其实已经掀

了桌子。 我们的理解是，对汉语而言，要问语法格局（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是施格（作格）语

言①还是受格语言，本身这个问题就已经问错了。 汉语当然有自己的语法格局，但是不能局限

在施格说和受格说中二选一，施受混合说也并未跳出这个局限。
本文意在沿着两位先生的道路进一步探索汉语是否具有“施通格结构”，同时反思如何应

用系统比较，避免简单比况。

２． 比较才是科学研究方法

借鉴，是后发学术共同体迈向先进的必由之路。 借鉴之中，必然含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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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国特色概念体系的汉语对言语法研究”（２３ＡＹＹ００５）的研究成

果之一，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ＤＦ２０２３ＹＳ０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重点实

验室（２０２４ＳＹＺＨ００１）资助。
本文行文中将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 翻译成“施格”，在引文中则尊重原文作者的译名。



比较，是基本的思维方式，有比较才能见差异，而有差异就是矛盾，运用矛盾论辩证统一地

进行比较才是科学的比较。
科学的比较，必然是对立统一的系统比较，不能盲人摸象，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能仅

仅从个别事实的比较中就抽象出体系性的结论。 对立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一切现象和过程中

都能找到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因素，但是不能只看到有对立就匆匆得出结论，而应该依据对立

统一法则，认识到对立之间的联系，在整体中进行比较，这才是系统比较。 必须注意“互相联

系、互起作用”，否则，会导致“简单化”“单层性”“直线性”（岑麒祥，１９８１：３４）的错误。
语言学中的比较，包括事实比较和理论比较（桂诗春、宁春岩，１９９７：６４）。 那么，语言研究

中的系统比较，就包括两个层次：语言事实的系统比较，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比较。 语言事实的

系统比较要照顾到相关的其他事实，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比较也要照顾到相关的其他理论。 这

两点在汉语中所谓的“施格性”问题上表现都很突出。
注重对立统一的系统比较，需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 一要重视抓主要矛盾：汉语没有形态

格，更没有形态作格，那么，要比较句法格局，和形态格语言相比较就不是首要任务；首先要比

较的，应该是语义和语用。 二要重视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汉语和外语这一对矛盾中，不能根

据外语看汉语，而要立足汉语自身特点比较；否则，就是形而上学的机械比况。
比况，是拿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勉强相比，单一对比不及其余，以至于牵强附会。 如果不进

行系统比较，即便提出再多所谓的证据，也不是有效论据。 因此，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１９２４：５１）的论断是

非常有意义的，他说“应该从一门语言的语法中排除其他语言所具有但在该语言中没有表现

形式的差异或范畴”②，他还引用 Ｓａｙｃｅ 的话“在英语语法中试图寻求拉丁语法的特点只能导

致荒唐的错误”（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１９２４：４７）。 同理，我们在汉语中也不能沉迷于寻求其他语言的特

点。 否则就只是流于比况。

３． 比况“致使交替式施格”引起的问题

３．１ 致使交替不是施格

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看法，是把“ＮＰ １＋Ｖ＋ＮＰ ２”和“ＮＰ ２＋Ｖ”的致使交替当作施格格局，把
其中的动词当作施格动词（曾立英，２００９：１０２；蒋绍愚，２０１７）。 典型的例子就是：

（１） ａ． Ｔｈｅ ｍａｎ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ｂ．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ｂｒｏｋｅ．
（２） ａ． 水手们沉了船。 ｂ． 船沉了。

在早期的施格研究中，确实有混入此类现象的（Ｌｙｏｎｓ，１９６８：３５２），然而随后不久，学界就

区分了两者（Ｃｏｍｒｉｅ，１９７８；Ｄｉｘｏｎ，１９７９：１１６）③。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和 Ｓｃｈäｆｅｒ（２００６：４１）提出，即便在这

样的交替中，英语里其实也区分致使者角色和施事角色，致使者角色使用介词 ｆｒｏｍ：
（３） ａ．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ｂｒｏｋ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ｌ'ｓ ｂａｎｇｉｎｇ．

ｂ．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ｂｒｏｋｅ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ｎ．

而施事角色使用 ｂｙ。 这个事实说明，ｂｒｏｋｅ 这样的词也并非施格动词，这样的结构不能归

入施格格局。 这就是个致使构式，施事和致使者都可以被引入外加的论元。
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援引 Ｃｏｍｒｉｅ（１９７８）等观点，认为这种“词汇施格性”在所有语言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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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多处引用外文文献，凡加引号的部分，皆作者自译。
Ｌｙｏｎｓ（１９７７：４８８）在探讨致使性的时候也没有出现 Ｌｙｏｎｓ（１９６８）的观点。



遍存在，因而并不属于施格格局。 此说可取。 把汉语此类现象当作汉语作格性的证据实属比

况。 本文再增加一条论据：这种看法并不适当，关键是上位系统的错位。 上述变换式反映了典

型的致使交替（自动 ／使动交替，ｉｎｃｈｏａｔｉｖｅ ／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致使交替属于语态（或“式”，
ｖｏｉｃｅ）系统；而施格格局属于语法关系的配列（对齐）方式。

作为讨论的理论基础，本文采纳如下广为接受的观点。
关于语态：“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操作用以改变小句中语义角色和语法关系之间的关系。

这类手段有时被称为不同的语态。”如主动式被动式的交替，升宾式降宾式的交替等。 使成式

也是典型的语态变化，是一种变价操作，用于增加一个控制性参与者（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１６９、１７２）。
从根本上讲，致使交替是语态交替（Ｓｃｈäｆｅｒ，２００９）。 为了把不及物结构及物化，语言采用的典

型手段就是致使化（Ｐｏｌｉｎｓｋｙ，２００５）。
关于语法格局：“语法关系经常被看作不受语义和语用影响的（或‘自主的’）语言结构层

面上的论元与谓词之间的关系。” “施格 ／通格系统是一种将 Ｓ（单论元小句中唯一论元）与 Ｐ
（多论元小句中最像受事的论元）④合并而区别于 Ａ（多论元小句中最像施事的论元）的形态

句法系统。”（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１２９、１４３）
所以，施格语言格局和致使性分属不同的语法范畴，没有必然联系。 施格格局可以不带有

致使性意义，例如被广泛引用的迪尔巴尔语（Ｄｙｉｒｂａｌ）的例子：
（４） ａ． ｙａｂｕ ŋｕｍａ⁃ŋｇｕ ｂｕｒａ⁃ｎ

ｍｏｔｈｅｒ＋ＡＢＳ ｆａｔｈｅｒ⁃ＥＲＧ ｓｅｅ⁃ＮＯＮＦＵＴ
‘Ｆａｔｈｅｒ ｓａｗ ｍｏｔｈｅｒ．’

ｂ． ｙａｂｕ ｂａｎａｇａ⁃ｎｙｕ
ｍｏｔｈｅｒ＋ＡＢＳ ｒｅｔｕｒｎ⁃ＮＯＮＦＵＴ
‘Ｍｏｔｈ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Ｄｉｘｏｎ，１９９４：１０）

施格格局也可以使用各种致使化手段表达致使意义，包括致使交替，例如楚科奇语

（Ｃｈｕｋｃｈｉ）：
（５） ａ． əｔｌəｇ⁃ｅ ｊəｒʔｅｎ⁃ｎｉｎ əʔｔｖʔｅｔ ｍｉｍｌ⁃ｅ

ｆａｔｈｅｒ⁃ＥＲＧ ｆｉｌｌ⁃３ＳＧ＞３．ＳＧ ｂｏａｔ．ＡＢＳ ｗａｔｅｒ⁃ＩＮＳＴＲ
‘Ｆａｔｈｅｒ 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ａｔ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ｂ． əʔｔｖʔｅｔ ｊəｒʔｅｔ⁃ｇʔｉ ｍｉｍｌ⁃ｅ
ｂｏａｔ．ＡＢＳ ｆｉｌｌ⁃３．ＳＧ ｗａｔｅｒ⁃ＩＮＳＴＲ
‘Ｔｈｅ ｂｏａｔ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ｋｅｒ 和 Ｂｏｂａｌｊｉｋ，２０１７：１１８）

楚科奇语具有形态施格，也使用致使交替表达致使意义。 这说明施格格局和致使交替完

全是相互独立的两类句法范畴。 所以，汉语中致使交替相关的问题，需要放在语态和变价操作

的议题下讨论，而不宜当成语法格局中的施格现象。 当然，汉语的这类研究，在致使意义的表

达方面，依然是有意义的。 需要注意的仅仅是不要和语法关系的施格格局混为一谈，更不宜以

此为基础进行推论。
３．２ 动结式不是致使交替

有一个推论是这样的：“致动用法的双音化”＋“致使交替式施格” ＝“混合型语言”，即认为

“汉语动结式具有‘给 Ｒ 添加 Ｖ’的形成模式，它是以表示结果的‘自动’（不及物动词或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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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为重心所形成的”，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证汉语是一种施格受格混合型语言（石村广，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亦即，试图论证下面这样的例子表明汉语是混合语言。

（６） ａ． 水杯打碎了。 ｂ． 孩子打碎了水杯。
然而，这个推论导致了一个理论与事实相冲突的问题，作者本人也“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

解释”（石村广，２０１９）：一方面汉语致使 ／施格性由 ＶＯ 语序来表示，而另一方面汉语的基本语

序是 ＳＶＯ 也是定论；但是，施格语言的语序却大多是 ＳＯＶ，也有 ＶＳＯ，而在严格的 ＳＶＯ 语言

中，反倒几乎没有施格语言；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释？
本文认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推导过程中存在双重比况。 一个是用动结

式来比况致使交替，另一个是用致使交替来比况施格。 抽去这两个比况，这个问题就烟消云散

了。 第二点上一节谈过了，这样的例子并非施格格局。 这里单说第一点。
系统比较首先要问的是：这种现象是不是普遍现象？ 能不能覆盖大多数句子的语法格局？

动结式中有“打碎”这样的例子不错，但是还有很多并不能进入致使交替的动结式小类，按照

施春宏（２００５）的分类，２０ 个小类中有 ７ 个都能找到不能进入致使交替的例子：
（７） 主体同指 Ｖ１＋Ｒ１：我早就站累了。 |∗（ ？）站累了我。

主体同指 Ｖ１＋Ｒ１：孩子睡醒了。 |∗（ ？）睡醒了孩子。
主体同指 Ｖ３＋Ｒ１：孩子（问问题）问烦了爸爸。 |∗（ ？）问烦了孩子。
指动式 Ｖ１＋Ｒ１：我昨天下班后走晚了。 |∗（ ？）走晚了我。
指动式 Ｖ２＋Ｒ１：我（吃晚饭）吃早了。 |∗（ ？）吃早了我。
指动式 Ｖ３＋Ｒ１：你（教儿子钢琴）教迟了。 |∗（ ？）教迟了你。
指动式 Ｖ１＋Ｒ：老王站住了。 |∗（ ？）站住了老王。⑤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有些补语动词为一价动词的动结式小类无法进行增价操作，即无法

找到致使者，或者无法通过语序变换给致使者一个合法位置。 所涉类别占了三分之一强，这显

然是个系统问题。 可见，动结式并不等于致使结构。 用动结式来比况致使交替，这样的推论过

程当然值得怀疑。 再加上继而又用致使交替来比况施格，自然就会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
３．３ 汉语没有高度语法化的论元关系

致使交替和施格格局，都涉及高度语法化的动词核心论元关系，亦即，需要有语法上清晰

可辨的主语、宾语等。 然而，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讨论以来，一直没

有能够在维持主语、宾语传统定义的基础上解决。 这不由得让人怀疑，问题不是出在汉语语法

事实上，而是出在主语、宾语的传统定义是否能够适用于汉语上。 这方面的讨论很复杂，本文

仅就和施格问题相关的一点进行辨析。
ＬａＰｏｌｌａ（１９９３）拿经典的受格、施格句法模式与汉语进行比较，发现汉语与它们都不同，从

而得出结论，汉语既没有受格化的语法格局，也没有作格化的语法格局，因此汉语中并不存在

主语和宾语这两个句法范畴。 论据之一，是并列结构的跨小句共指，例如：
（８） ａ． 小狗走到山下，那个人就看见了 ø。 ｂ． 那个人走到山下，ø 就看见了小狗。
（８ａ）表明汉语不是受格语言，汉语允许第一小句中动词前的“小狗”在第二小句中动词后

的位置上得到零形回指，这是受格语言所不允许的。 （８ｂ）表明汉语不是施格语言，汉语允许

第一小句中动词前的“那个人”在第二小句中动词前的位置上得到零形回指，这是施格语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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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根据施春宏（２００５），这个不加上标的 Ｒ 代表已虚化的补语动词。 动结式这个命名就意味着句法语

义核心是表达结果而不是其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不拟进一步论证。



不允许的。 因此，汉语既没有 Ｓ 和 Ａ 的语义角色中性化，也没有 Ｓ 和 Ｐ 的语义角色中性化。
所以，汉语既不是受格语言也不是施格语言。 这样比较照顾到受格语言和施格语言两个方面，
是系统的比较，结论可信。

但是，这一主张却受到三方面的质疑。 而这些质疑，在本文看来，均不成立。
施兵（２０１５）认为这不过是宾语省略和共享主语现象，英语中也有，比如“Ｉ ｋｎｏｗ ｉｔ．”可以

省略为“Ｉ ｋｎｏｗ．”，所以 ＬａＰｏｌｌａ（１９９３）的观点不成立。 本文认为恰恰相反。 施兵（２０１５）没有

考虑到句法系统的整体表现，这样零星的比况才应该受到质疑。
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认为换一个角度看例（８），倒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汉语至少是宾格

性与作格性共存，因此允许两种共指句式都出现，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两种解读。”
比如下面的例句都既可以理解为“那个人”滚下了山坡，也可以理解为“石头”滚下了山坡。

（９） ａ． 那个人把石头松开，滚下了山坡。
ｂ． 那个人松开石头，滚下了山坡。

本文认为，所谓“宾格性与作格性共存”的说法，混淆了“分裂施格”或者“混合语言”的概

念，这个概念并非说“宾格性与作格性在某个具体的句子中同时共存”，而是说“在语言系统的

不同句子中共存”。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忽视了句法施格性存在的前提是形态施格性，也忽视

了句法施格和施格句法的区别，这一点罗天华（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已经很好地作了辨析，本文不再赘

述，只是想强调以下两点：第一，“仅凭语序就断言某种语言属于‘施格’语言是十分轻率的”
（Ｄｉｘｏｎ，１９９４：５２）；第二，即便是确证的语序施格语言，也是有形态格标记的（ 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
１３８）；受格系统和施格系统都是形态句法系统（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１４３），而汉语并没有发达的形态。
坚持这两点，就不会认为例（８）反映了“宾格性与作格性共存”。 至于例（８），看不出句法对语

义有什么限制，因而有歧解，这倒是恰恰能够说明 ＬａＰｏｌｌａ（１９９３）的主张：汉语对句子成分的语

义角色的解读，主要是听话人根据语篇结构、语用（包括信息流、推导、关联、世界知识）而得出

的主观解读。 不同的解读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可以得出不同的判断，只要合乎事理，就是可以并

行的解读。
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还援引 Ｂｉｓａｎｇ（２００６），认为 ＬａＰｏｌｌａ（１９９３）的观点“过于极端”，理由

是有些结构还是说明了汉语中存在主宾语不对称，比较明确的就是句法提升和反身结构。 然

而，对例（８）所反映的事实，Ｂｉｓａｎｇ（２００６）是同意 ＬａＰｏｌｌａ（１９９３）的分析的⑥。 所以，援引 Ｂｉｓａｎｇ
（２００６）并不能推翻 ＬａＰｏｌｌａ（１９９３）关于跨小句共指的论证。 本文也认可汉语中存在主宾语不

对称，但是对这种不对称的理解，更多的应放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而不是在语法层面上。 考

虑到句法提升和反身结构不是本文论题，在此不拟详论。
所以，汉语没有高度语法化的动词核心论元关系，那么用动词核心的致使交替和施格格局

来套汉语现象，必然缺乏系统比较的基础，只能是一种比况。

４． 比况“施格性”引起的问题

４．１ 对施格性的判定

从系统比较角度出发，对施格性的判定，应抓住语法关系的主体格局。 本文采纳学界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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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Ｂｉｓａｎｇ（２００６）第 ３ 小节同时提出，较弱的证据还有“被”字被动句和话题提取，而不能支持汉语主宾

语不对称的证据则有三个：关系小句、并列结构和话题。 该文表 ５ 是这方面的总结。



的标准：“施格 ／通格系统是一种将 Ｓ 与 Ｐ 合并而区别于 Ａ 的形态句法系统。”而且，“这一定义

指的是不同的系统（比如格标记、动词一致关系等）而非不同的语言。 ‘施格语言’只是一个非

正式的术语，是指在基本小句中的完全名词短语上具有施格标记系统的语言（如爱斯基摩

语），或者在动词一致关系上具有施格系统但名词短语上无任何施格标记的语言（如玛雅语）。
施格性本身仅仅是对某些语言中小句结构的某些方面进行概念化的一种方便的方法，而不是

必然要对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其他方面进行广泛预测的整体类型。”（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１４３）
需要强调三个要点：１）判定施格性关键是看基本小句格局，而不是其他方面；２）判定汉语

施格性关键是看基本小句的完全名词短语，而不是其他方面；３）即便真的得到论证，“汉语是

施格语言”也只是一个非正式的说法。
所以，如果要证明汉语的施格性，即便是放弃了应该具有形态格这个根本大前提⑦的要

求，也只有一条证据是有效的，即汉语的基本小句格局必须是（１０）或者（１１）这样的（模仿例 ４
中迪尔巴尔语经典例句，如果 １０ｂ、１１ｂ 是汉语的话）：

（１０） ａ． 爸爸Ａ看见了妈妈Ｐ。 ｂ． 回来了妈妈Ｓ。 （表达“妈妈回来了”的意思）
（１１） ａ． 妈妈Ｓ回来了。 ｂ． 妈妈Ｐ看见了爸爸Ａ。 （表达“爸爸看见了妈妈”的意思）

而且，例句必须剥离致使意义，也要尽可能保持语用中性，比如 Ａ 和 Ｐ 的有生性一致等

等。 想必没有人这么说汉语，但只有这样的例句成立才能证实汉语的施格格局，否则证据再多

也不能切中肯綮。
叶狂、潘海华（２０１７）提出六条证据论证“汉语句法的混合”，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又提出六

条证据论证“汉语的作格性表现”，试图坐实汉语是“作格语言”。 首先，本文认为这些论据所

涉现象基本上都不属于全局性问题，都是局部现象，即便成立，也不能证实汉语的“施格性”。
其次，罗天华（２０２３）已经辨析过叶狂、潘海华（２０１７）的证据，其中也涉及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
提出的前两条，“ＶＳ 基础语序”和“ＶＯ、ＶＳ 式复合名词”。 另外四条是“主语省略”“单论元及

物动词歧义句”“兼语式连动式”“否定极性词句式”。 本文赞同罗天华的分析。 因为这些证据

大多不是决定基本语法格局的主要因素，都是局部现象，不能决定语法格局的整体系统性质，
所以本文不一一辨析，仅就其中最关键的一条“ＶＳ 基础语序”作进一步剖析。

４．２ 关于“ＶＳ 基础语序”
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试图论证“大量 ＶＳ 句法结构是汉语的基础句式”，这样就可以和双论

元句的 ＡＶＰ 语序对应，构成施格格局。 然而，该文的论证也并非系统比较。
第一，因为“语法关系经常被看作不受语义和语用影响的（或‘自主的’）语言结构层面上

的论元与谓词之间的关系”（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１２９），所以在比较中，保持语义语用中性是必须考虑

的因素。 叶狂、潘海华（２０１７）也承认“当 Ｓ 表非意志性语义时，汉语常常使用 ＶＳ 语序”。 那

么，在“非意志性语义”的影响下，比较就失去了前提保证。
第二，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举出的第一组例证，是带有“个”的 ＶＳ 语序句。 原文例（２０） －

（２１）转引如下：
（１２） ａ．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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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动词居末语言最多使用格系统；动词居中语言较少使用格系统，根据不同的研究结果，仅占 １４％ ～
２１％（Ｓｉｅｗｉｅｒｓｋａ 和 Ｂａｋｋｅｒ，２００９：２９６）。 因此，严格的 ＳＶＯ 语言中，必然就几乎没有施格语言（参看石村广，
２０１９）。 而根据罗天华（２０１６），施格语言也绝对多数是动词居末语言。



ｂ． 看守所跑了个犯人。
ｃ． 前面来了个大官僚徐勉。 （冯国超《中华上下五千年》）

（１３） ａ． 大嘴清晨醒来，发现枕边躺了个姑娘。 （宁财神《武林外传》）
ｂ． 一辆马车驰来，车上坐了个带着两三岁小女孩的农村妇女。 （《作家文摘》１９９４ 年）
ｃ． 走了个主管可以再招。 （李可《杜拉拉升职记》）

潘叶文试图用“个”的存在证明“语序无法变换成 ＳＶ”“是 Ｓ 与 Ｏ 对齐的显著特征”。 然

而，正是因为“个”的存在，这些句子表达了强烈的语用意义。 杉村博文（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对“个”的
文化属性激活功能和语义的动态理解的研究可供参考。 这些例句也鲜明表现了汉语话题在前

而新信息在后的信息结构特征。
第三，潘叶文还强调这类句式覆盖了非宾格不及物动词和非作格不及物动词。 然而，反例

其实更多，不使用“个”的 ＳＶ 例句不可胜数，如（分类和例词均取自杨素英，１９９９）：
（１４） 非宾格不及物动词 ＳＶ 例

客体论元动词：船沉了。
形态变化动词：雪人溶化了。 （ＣＣＬ·科技文献）
存现动词：图书馆占位党消失了。 （ＣＣＬ·微博）
非自主动词：五爷臭了。 （乔典运《香与香》）
时体动词：１９６１ 年的第二季度开始了。 （《人民日报》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５） 非作格不及物动词 ＳＶ 例

自主动词：铲土机工作了。 （《现代汉语词典》）
身体动词：小家伙睡了。 （彤琤《笑拥晨曦》）

而且，其中有些例子无法变换为“Ｖ 了个”句式，如“∗ 开始了个 １９６１ 年的第二季度”
“∗工作了个铲土机”。 可见带有“个”的 ＶＳ 语序句不能覆盖全部类别，不是系统性语法现象，
不能证明汉语具有“ＶＳ 基础语序”。

第四，潘叶文还试图论证带有数量短语的 ＶＳ 语序也是基础语序，理由是数量短语 Ｓ 很难

在 Ｖ 前做主语，而且可以更自然地出现在内嵌从句中。 原文例（２２）转引如下：
（１６） ａ． 看守所跑了两个犯人。 ｂ． 跑了两个犯人的看守所 ｃ． ？？两个犯人跑了的看守所。
语言事实确是如此。 但是，如果从语用角度来进行解释，可以更加明白。 “两个犯人”不

宜充当主语，是因为采用了无定形式，语用上具有不可辨识性。 这方面的传统研究很多。 更关

键的是，内嵌从句中的证据，不足以影响到基本小句的语法关系大局。
第五，潘叶文在这部分论证中引述 Ｄｏｎｏｈｕｅ（２００８：２８）试图说明“与汉语类似的也有，比如

Ｐａｕｍａｒí 语、Ｔｅｐｅｈｕａ 语、Ｍａｎｇａｒｒａｙｉ 语的作格通格对齐都是以语序为主”。 不过，查考原书发现

Ｄｏｎｏｈｕｅ（２００８）并未举出实例。 并且，根据这三种语言的参考语法，Ｔｅｐｅｈｕａ 语并非施格语

言⑧，而且是形态发达的黏着语；而 Ｐａｕｍａｒí 语、Ｍａｎｇａｒｒａｙｉ 语虽然是施格语言，但是在使用语

序的同时也具有形态作格。 Ｐａｕｍａｒí 语的形态作格标记是⁃ａ，例如：
（１７） ａｄａ ｏｊｏｒｏ⁃ａ ｂｉ⁃ｋａｍｉｔｈａ⁃′ｉ⁃ｈｉ ｉｄａ ｓｉｎａｒｉ ｂｏｎｏ⁃ｎｉ．

ＤＥＭ（Ｍ） ｔｕｒｔｌｅ（Ｍ）⁃ＥＲＧ ３ＳＧ．ＴＲ⁃ｈｅａｒ⁃ＡＳＰ⁃ＴＨ．ＦＥＭ．ＡＧＲ ＤＥＭ（Ｆ） ｂｕｒｉｔｉ（Ｆ） ｆｒｕｉｔ（Ｆ）⁃ＦＥＭ．ＰＯＳＳ

‘Ｔｈｉｓ ｔｕｒｔｌｅ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ｕｒｉｔｉ ｆｒｕｉｔ （ ｆａｌｌ） ．’ （Ａｉｋｈｅｎｖａｌｄ，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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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根据 Ｂａｓｃｏｍ（１９８２：２７４）的语法描写和 Ｗｉｌｌｅｔｔ（１９９１：１８９－１９８）的参考语法，Ｔｅｐｅｈｕａ 语区分主格和宾

格，并且没有证据显示出施格格局。 根据 Ｂｉｅｒｇｅ（２０１２）的例句，Ｔｅｐｅｈｕａ 语区分主格和非主格，并且没有证据

显示出施格格局。



Ｍａｎｇａｒｒａｙｉ 语的形态作格标记是 ｎａ⁃，例如：
（１８） ｎ·ａ⁃ｇｕｎｂｕｒ ŋａｎ⁃ｇａｗａ⁃ｊ ø⁃ｊｉｂ⁃ŋａｎｊｕ

ＥＲＧ⁃ｄｕｓｔ ３ＳＧ ／ １ＳＧ⁃ｂｕｒｙ⁃ＰＰ ＡＢＳ⁃ｅｙｅ⁃ｍｉｎｅ
‘Ｄｕｓｔ ｂｕｒｉｅｄ （ｉ．ｅ．， ｂｌｅｗ ｉｎｔｏ） ｍｙ ｅｙｅ．’ （Ｍｅｒｌａｎ，１９８２：６１）

可见，吕叔湘（１９８７）坚持要有形态依据，是抓住了根本，语序只是辅助。 可是，也有特别

执着的，比如 Ｚｈｏｕ（１９９０：４４）认为汉语缺乏形态标志，汉语的施格性只能从句法 ／语义两方面

来区分。 也许，这种非要拿着施格的尺子来量汉语事实的执着，才是热衷比况的根本原因。
４．３ 关于“存现句”
汉语存现句和施格格局其实渺不相关。 但在形式句法的非宾格假说（Ｐｅｒｌｍｕｔｔｅｒ，１９７８；

Ｂｕｒｚｉｏ，１９８６）引入汉语研究（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７）后，认为存现动词绝大多数是非宾格动词（也称作格

动词，如 Ｂｕｓｓｍａｎｎ，１９９６），以至于非宾格动词和汉语存现句的关系日渐纠缠难解，比如“存现

句是一种专用的、作格角度的中介句”（曾立英，２００９），“进入存现句的动词都具有非宾格性”
（李莉华、熊学亮，２０２０）等观点此起彼伏，引发了不少讨论。 本文在此仅就系统比较方法这一

议题略加辨析。
第一，把非宾格称为作格并不恰当。 前者重在动词类型，后者重在语法格局。 罗天华

（２０１７）对此有详细的论说，并建议“‘施格’用于类型学，‘非宾格’用于形式语法”。 罗天华

（２０２３）强调“作格（非宾格）句法 ／动词实质都是形式语法的动词语义问题，不能证明汉语是作

格类型语言”。 这都是在维持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性。 否则就会平添术语使用上的烦恼。
第二，对此类现象的研究，更要进行系统比较。 早期非宾格动词研究集中于存现句，如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７）。 后来的研究就渐渐庞杂起来。 比如，杨素英（１９９９）将前人研究所涉汉语显性

非宾格动词句归为四类，包括：１）不带地点的存现句（“出了车祸”）；２）天气句（“下雨了”）；３）
不及物和使役交替句 Ａ 类（状态变化：“火灭了—他灭了火”）；４）不及物和使役交替句 Ｂ 类

（空间置放：“梯子在墙上靠着—他把梯子靠在墙上”）。 并特别论证了运动动词（“爬来一只乌

龟”）、体态词（“他坐在床上—你在炉子上坐壶水”）和状态变化词（“船沉了”）也是非宾格动词。
但是，这样的分类，不但纳入了不同质的现象，有 ＶＳ 句也有 ＳＶ 句，有致使句也有非致使

句，有存现句也有非存现句；而且也不能全部涵盖存现句，比如主宾互易存现句（如“汽车盖着

雨布—雨布盖着汽车”；李宇明，１９８７）。 可以说，非宾格动词的引入，事实上打乱了汉语存现

句的理论系统，而且也人为造成汉语中的同类现象在理论上的割裂。 刘探宙（２００９）就指出不

能把“他们家鸡死了三只”和“他们班孩子哭了两个”这两个句法意义和构造完全一致的句子，
非要说成是动词类别不同、底层结构不同、生成过程也不同的现象。 类型学研究中也有类似的

比况。 杜丹、吴春相（２０１９）把存现动词分为四种类型，我们发现前三种其实具有相同的变换

式，按杜、吴原文的类名排列例句如下：
（１９） 非自主不及物动词 自主不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

（非宾格动词） （非施格动词） （通格动词）
死了一个人 爬着一只乌龟 挂着一幅画

村里死了一个人 地上爬着一只乌龟 墙上挂着一幅画

一个人在村里死了 一只乌龟在地上爬着 一幅画在墙上挂着

画线句是杜、吴原文的例句，其他变换式是本文的类推。 具有同样的变换式，理当归入同

一个大类，却被冠以不同样的三个名头，这就人为割裂了语言事实。 这样的比况并不利于加深

对汉语语法事实的系统认识，意味着汉语和印欧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深层差异。
·９５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



５． 在系统比较中发现汉语自身的特点

５．１ 基本小句不足以覆盖汉语事实

我们学习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知道了有一种语言叫施格语言，它很有特点。 那么很自

然，我们也会想看看汉语中有没有类似现象，然后就找到一些比较相似的表现。 现在问题来

了，该如何认识我们的发现？ 如果是就事论事点对点地比对，那就是比况，很有可能被外来理

论成果蒙蔽了双眼。 如果是综合考虑相关现象，系统检视相关、相近、相似、相对、相反的现象，
再结合上位的、下位的现象，在整合到一起的大背景中考察，那么就可以形成系统比较的认识。

当我们看到，在语法关系的系统下，有受格语言，有施格语言，施格语言还有分裂性，还有

中性语言（Ｃｏｍｒｉｅ，２００５），我们就从中选择一个帽子给汉语戴上。 这不是科学思维，这只是在

做一个选择题。 在西方语言学目前给出的框架下，最接近汉语事实的帽子，是给 Ｓ、Ａ 和 Ｐ 做

同样标记的中性语言，因为汉语作为形态不发达的孤立语，没有给这三个句法角色进行任何形

态标记。 都没有标记，就是同样的标记，所以是中性语言。 然而，“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系统

比较的追求，使得我们的目光瞄向了题干———基本小句，汉语的基本小句是以动词为中心进行

语法配置的吗？ 汉语的句子真的都有 Ｓ、Ａ 和 Ｐ 吗？ 诚然，汉语有很多这样的句子，但是，也有

很多不是这样组织的句子。 只看到动词谓语句的考察是不全面的。 汉语没有驱动语法关系高

度语法化的语义语用动因，确定句法格局需要全面考察造句系统。 系统考察汉语造句的格局，
不能忘掉汉语里还有大量的句子不是以动词为核心的。 这些句子都很难说是有一个动词核

心，然后有 Ｓ、Ａ 和 Ｐ 围绕动词核心以一定的配列形式表达特定的语法关系。 独词句不涉及组

合，排除在外，涉及组合而又不以动词为核心的汉语句子类型有很多。 根据陈建民（１９８６），主
要有：

（２０） Ａ． 主谓句

Ａ１． 名词谓语句

名主名谓句：他《人民日报》，我《光明日报》。
动主名谓句：下雪大半天。 ／参加植树三天。
句主名谓句：我干这个工作已经十几年了。

Ａ２． 主谓谓语句

名主主谓谓语句：老王人在医院，心在学校。
动主主谓谓语句：打篮球我不会。 ／叫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句主主谓谓语句⑨：药苦能治病。 ／奖金丢了全怪你。

Ｂ． 非主谓句

体词性非主谓句：一碟酱牛肉。 ／我的帽子呢？
Ｃ． 一主多谓句

无关联词语，无停顿：这个架没法儿劝。 （∗这个架没法儿 ／ ∗这个架劝）
无关联词语，有停顿：大家唱的唱，跳的跳。 （∗大家唱的唱）
有关联词语，无停顿：累都累坏了。 ／鞋号大点就大点。
有关联词语，有停顿：爷俩又是木匠，又是瓦匠。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Ｄ． 多主谓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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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联词语，无停顿：下班我上百货大楼买件衬衣。
无关联词语，有停顿：他咳嗽他的，你睡你的。
有关联词语，无停顿：你买你就买呗。
复杂的多主谓句（流水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猛地滑了一跤，咔嚓一声，瓦石又碰得稀碎，

水流了一地。
Ｅ． 句套子（对举格式）：姜越老越辣 ／墙一推就倒。

以现在的理论眼光来看，基本小句无法涵盖的句子类型主要包括：名词谓语句、递系句、对
举句、流水句。 关键是，它们都是并置句。

除此而外，即便是汉语单动词核心主谓句，因为主谓句的实质是话题说明，也常常导致难

以分析角色哪个是施事 Ａ，哪个是受事 Ｐ。 这类施受两歧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极为普遍。 沈

家煊（２０１９：１６９）对施受同辞有从古至今的全面论证。 这里再补充一些典型例句：
（２１） ａ． 蒋介石开刀啦。 （吕叔湘，１９８４）

ｂ． 小偷儿给他捆起来了。 （朱德熙，１９８２）
ｃ． 山连山，水连水。 （崔荣甫，１９８５）
ｄ． 汽车盖着雨布。 ———雨布盖着汽车。 （李宇明，１９８７）
ｅ． 老王喝醉了酒。 ———酒喝醉了老王。 （任鹰，２００１）
ｆ． 张三追累了李四了。 （沈家煊，２００４）
ｇ． 甲：辛苦您！

乙：您辛苦！ （微信对话）

综上，仅凭基本小句的语法关系分析，难以应付汉语中如此复杂的状况。 而其根本的原

因，就是汉语的动词实际上是名词的一个次类（沈家煊，２０１６），而名动包含的词类格局对应的

则是扁平化的并置句法（沈家煊，２０１９）�I0。
既然全面系统考察汉语句型显示，动词核心的基本小句无法覆盖汉语大多数句型，那么基

于基本小句的宾格语言、施格语言等语法关系格局，恐怕都不是汉语语法关系问题的最优解。
更明确地讲，汉语没有施格格局，不止说汉语是施格语言是比况，而且说汉语是受格语言也是

比况。 所以，在仅由基本小句构成的语法关系体系下看汉语，比况“施通格”引发的问题和比

况“主宾格”引发的问题，二者的性质是同样的。 主语、谓语、宾语这些受格语言格局内有效也

有限的术语，在其经典意义上，并不真正适用于汉语。 汉语不仅没有施格语、通格语，也没有严

格意义上的主语和宾语。 甚至，汉语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动词（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１９２４：５９）。 所以赵

元任（Ｃｈａｏ，１９６８）才说汉语的主语谓语其实是话题说明，而沈家煊（２０１０）论证汉语的宾语可

以归入补语，都叫补足语。 补足语的定位意味着汉语动宾之间的支配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语

法化，动词作为一个词类范畴没有得到充分的语法化，事件作为一个意念范畴在汉语中没有得

到充分的语法化。
倒是反过来看，从并置出发，可以解释基本小句的句法格局。 “各种结构关系，包括主谓、

偏正、动补、联合等，都是从指语对推衍出来的。” （沈家煊，２０１９：２８１；另可参看张伯江，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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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基本小句可以视为并置句法的特例。
５．２ 解释的关键：汉语造句重视状态而非动作事件

说汉语也不是受格语言，是因为从认知上看，受格语言的基本小句呈现的是一个施行事

件，Ｓ 和 Ａ 之间的语义相似性是施事性（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１４１）；但是，汉语句子所描述的核心概念

不是动作事件，而是状态，或者说，汉语把事件识解为状态。
最重要的理据，是汉语动词及物性不明显。 吕叔湘、朱德熙（１９５２：１３）很早就发现“及物

的动词不一定老跟着一个宾语……平常不及物的动词有时候也能带个宾语”。 这说明汉语动

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对立不明显。 沈家煊（２０１９：５３）进一步论证，汉语动词都可以带宾语或者

不带宾语，跟流水句的断连性有关。 本文还可以补充一个理由：诚然，汉语是动词居中语言，但
是施事受事和主语宾语并没有形成语法化的对应关系，受事主语句（２２）和施事宾语句（２３）都
很常见，相关研究非常丰富。

（２２） ａ． 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 （陈觉生，１９５５）
ｂ． 肉不吃了。 （詹人凤，１９９２）
ｃ． 他的眉涂得黑黑的，面颊画成一副人工造作的白里透红。 （陈玥，２０２１）
ｄ． 二人进了地窨子门，果见有几个箱子摞在床头上，一个个搬下来打开，里头不过是些衣饰之类，

也不细看。 （金克中，２０２３）
（２３） ａ． 出去了一个人。 （孟琮等，１９８７）

ｂ． 直拨电话装了一百多家。 （易洪川，１９９７）
ｃ． 孩子吹了凉风。 （陈昌来，１９９９）
ｄ．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朴珍玉，２０１４）

更进一步讲，汉语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对立不明显，实质是汉语动词的及物性不明显，而
不可能是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 因为所谓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也并非把宾语加入一个及物

性的事件。 吴怀成、王文丽（２０２２）把不及物动词与非受事宾语的搭配归入施事、处所、致使、
结果、受事、原因、同源、方式、时间、杂类、目的、工具、对象、等同等 １４ 个语义类别。 按照及物

性的标准（Ｈｏｐｐｅｒ 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８０），这些类别中动词的及物性依然非常低。 所以，不及物动

词后接一个名词，这个不及物动词依然还是不及物动词，二者的关系只是位置上的并置。 焦一

和（２０２４）在研究“王冕死了父亲”句的时候也发现，“并不是为动词选择论元，而是为某种具有

特定表达功能的结构选择动词”。 这样一来，动词和所谓“论元”之间的关系，必然不那么紧

密。 再举一例：
（２４） ａ． 百鸟朝凤 ｂ． 肺朝百脉

看起来都是动词居中的双论元结构，但是二者动作方向实则相反：前者是指“所有的鸟都

朝向凤凰，即朝拜凤凰”；后者是指“全身血液都朝向肺，即全身经气血液均朝会、经行于肺”，
而且并无“肺使得百脉来朝”的致使意义；二者都是描述一种状态。 并置结构兼容两种语义解

读。 所以，在这样并置形成的句法中，自然也就没有语法化了的有固定解读的立足于层级句法

的 Ｓ、Ａ、Ｐ 角色，更谈不上受格格局和施格格局。
汉语动词重状态而轻事件，这个特点恰巧和施格语言撞上了。 施格配列的语义动因，是 Ｓ

和 Ｐ 之间在状态变化方面的语义相似性（Ｐａｙｎｅ，１９９７：１４１）。 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提出的 ６ 条

汉语作为施格语言的证据，其实都是在论证在汉语的某些局部句法现象中，存在 Ｓ 和 Ｐ 之间

在状态变化方面的语义相似性。 这些证据应该放在更大的系统中进行比较，至少应该注意到：
第一，都重视状态，但是动因不同，汉语是因为名动包含和并置对言，施格语言是因为 Ｓ 和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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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语义相似性，并且这个相似性是相对于 Ｓ 和 Ａ 对语义相似性而言的；第二，反映汉语重

在表达状态的现象，不只是这 ６ 个方面，还有其他，最典型的就是施受同辞，而这些现象并不能

归入施格格局；第三，汉语重在表达状态的不只是动词，更有名词。 而名词谓语句，特别是动主

名谓句，就是重要证明。
具体到某些代表性句式，如何以状态说来解释？ 以“王冕死了父亲”为例，从状态而非事

件的角度来解释可以更加明白。 根据沈家煊（２００６）的述评，所有涉及移位的解释都会遭遇不

可解决的问题。 诉诸移位，就是因为默认句子构造的核心是表达事件的动词，名词作为论元从

属于动词表达事件。 移位说的解释力不够，就是事件说的解释力不够。 潘海华、韩景泉

（２００５）确认了“王冕”的话题地位，其进步性有二：一是承认了该类句式的部分构造不属于事

件，“死了父亲”正是“王冕”的当前状态，二者是形式上的并置关系；二是“主谓 ／话题说明”关
系是关乎句子结构全局的主要方面，“话题”说是摆脱事件中心论的关键一步。 而沈家煊

（２００６）的“糅合”造句说，则彻底摆脱了事件中心论的束缚。 首先在生成语法内部“否定了

‘死’这类‘非宾格动词’深层无主语的属性”，确认了“父亲”是基础生成而非移位生成；其次

用类推的糅合造句法说明该句式的生成过程。 这个解释对破除“施格”迷信的意义在于，“死”
和“父亲”之间也并无论元关系，二者也只是形式上的并置关系。

５．３ 考察造句系统需要放在语言演化的大历史中

比较要放在更大的系统中，也包含有放在更大的时间系统中的意味，亦即，在语言演化的

背景中进行比较。 本小节谈两点。
第一，语言演化早期的并置阶段会导致看似好像施格表现的特征。
潘海华、叶狂（２０２３）把 ＶＯ、ＶＳ 式复合名词视为汉语作格性的表现，认为在 ＶＳ 复合词上，

汉语就形成了 Ｓ 与 Ｏ 对齐的格局，体现出作格性。 转引该文部分例词如下：
（２５） ａ． 炒饭、剪纸、推车、打手、煎蛋、烤肉、烤鱼 （ＶＯ）

ｂ． 死人、沉船、断桥、来信、跑车、飞鸟、爬虫 （ＶＳ）

从演化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并不稀奇。 跨语言看，并置造就的复合词中常常出现类通格的

现象，离心 ＶＮ 复合词中的名词都是类通格角色。 其实英语跟汉语一样，都有动前名后、ＯＳ 对

齐的复合名词。 例如：
（２６） ａ． ｐｉｃｋ⁃ｐｏｃｋｅｔ，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ｔｕｒｎ⁃ｃｏａｔ， ｄａｒｅ⁃ｄｅｖｉｌ， ｈｕｎｃｈ⁃ｂａｃｋ， ｗａｇ⁃ｔａｉｌ， ｋｉｌｌ⁃ｊｏｙ （ＶＯ）

ｂ． ｒａｔｔｌｅ⁃ｓｎａｋｅ， ｃａｔｃｈ⁃ｐｈｒａｓｅ， ｃｒｙ⁃ｂａｂｙ， ｓｔｉｎｋ⁃ｂｕｇ， ｗｏｒｒｙ⁃ｗａｒｔ， ｔｕｍｂｌｅ⁃ｗｅｅｄ， ｓｃａｐｅ⁃ｇｏａｔ （ＶＳ）

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英语就是施通格语言。 同样，（２５）这种所谓的 ＳＯ 对齐也不能说明

汉语的作格性。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Ｐｒｏｇｏｖａｃ（２０１５）认为这属于语言演化早期并置阶段的遗

存现象，反映了动词与其相关名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尚未确定，不区分是 Ｏ 还是 Ｓ。 汉语这类现

象比英语更加丰富，这说明汉语的结构关系更是并置为本。
其实，这个“对齐”跟是 Ｏ 还是 Ｓ 毫无关系，这是汉语复合名词构词的必然。 汉语复合名

词，当然是名词作为核心居后，炒饭是一种饭，沉船是一种船，跑车是一种车，名词性成分总是

在复合词的后面，动词定语后的名词中心语是 Ｏ 还是 Ｓ 都有可能，那么自然也就“对齐”了。
第二，汉语动词低及物性的特征，也是语言演化早期阶段的特征。
在当代语言的演化中，我们能观察到这样的演化过程，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Ｋｅｇｌ 等

（１９９９：２１６－２１７）所描写的尼加拉瓜聋人儿童使用的手语。 在尼加拉瓜手语形成的早期阶段，
它的第一代使用者，并不使用及物性的 ＮＶＮ 构式，例如（２７），至少在两个名词都具有有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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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不使用（Ｓｅｎｇｈａｓ 等，１９９７）。 他们的表达方式是使用两个不及物小句并置构成的序列，
即 ＮＶ－ＮＶ 序列，例如（２８）（大写字母英文单词表示手语动作）：

（２７） ∗ＷＯＭＡＮ ＰＵＳＨ ＭＡＮ． （２８） ＷＯＭＡＮ ＰＵＳＨ—ＭＡＮ ＦＡＬＬ．

他们不用手势比划“女推男”这样有三个动作单位构成的句子，而是连续比划两套动作，
“女推”“男倒”，以 ２×２ 并置关系（沈家煊，２０１９：２２６）的两个不及物结构，表达一个及物结构

的意义。 “推”这个动作对“男”的及物性支配和影响，是交际双方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推导出

来的，是语用推理的结果。 这不是孤例。 据 Ａｒｏｎｏｆｆ 等 （ ２００８） 报道，在贝都因大师手语

（Ａｌ⁃Ｓａｙｙｉｄ Ｂｅｄｏｕｉｎ Ｓ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一种在以色列使用的哑语）约 ７０ 年的发展史中，也有同样

的现象：一个谓语一个论元，用两三个这样的小句表达一个及物性事件。
如果手语的演化和有声语言的演化有共性的话，那就说明，及物性这个语法概念是后起

的，并且，在及物性概念产生以前，是使用并置关系引发语用推理来作为及物性概念的前身。
而如果承认汉语的主谓关系就是话题说明关系的话，这也是并置。 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看，汉
语的单论元句和双论元句（如果我们不放弃这些术语的话），其内部组成都是并置。 对并置结

构的语义解释，并不依赖于语法关系确定的语法意义。
确定了汉语处于句法演化的早期，那么，就应该更加重视汉语语句的扁平化分析。 很多学

者提出早期句法是松散的连结。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１９９９、２００２）提出，扁平短句不仅是句法演化的曾

经，并置语法比层级语法初级，而且也是现代语言的活化石。 他认为并置作为前一阶段的成果

依然存在，和更加复杂的层级结构并存，并置化石结构被建在每一个现代小句或短语的非常基

础的部分，比如复合词和附接操作。 在汉语句法研究中，沈家煊（２０１９）和张伯江（２０２１）都展

示了并置结构扁平化分析的范例。 零句和流水句作为汉语造句法的核心句式，正是汉语句法

保留了很多演化早期特征的证据�I1。 所以，在演化的晚近阶段才产生的基本小句概念、单句概

念，以及与之伴随产生的主谓结构（沈家煊，２０１８）、受格格局和施格格局等等，从系统上看，就
不适用于对汉语的分析。 那么基于这些概念的所谓比较，也就只能是比况。

６． 结论和余论

不可否认，汉语中有一些零星的仿佛反映了“施格性”的现象。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抓住

个别现象就匆匆得出结论，这就和摸着大象腿就说大象像柱子一样了。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系

统比较，不局限于所谓“施格动词”，还要扩大一点看“施格格局”是否存在，再扩大一点看“施
格格局”“受格格局”“中性格局”等各种配列方式是否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物，再扩大一点就要

看汉语中的句子是否都是基本小句，乃至于再扩大一点，在演化的系统中，看汉语处于哪个分

支的哪个阶段。�I2 把大象的腿、鼻子、耳朵、尾巴和身体都摸一遍，还要再摸摸其他动物，这样

的比较，才是系统比较。 正如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１９２４：５１）所言：“把每一个语言现象看作与其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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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I2

还需要打破的一个观念是单线条演化说。 从简单到复杂、从并置到层级的演化，Ｐｒｏｇｏｖａｃ（２０１５）建
立了一个单线条演化模型。 然而从汉语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论证，汉语从并置阶段起，就走在从简单并置到复

杂并置的演化道路上，而不是从并置到层级的演化。 后一条道路是大家熟悉的形态发达的语言的语法化路

线。 而汉语，显然不是走在形态演化的道路上。 语言演化就像生物演化，不是单线条的，而是一棵演化树。 沈

家煊（２０１９：８１）提出语言演化出现分叉，对言的格式化是汉语的“语法化”。
关于语言演化树和英汉“流水句”对比，我们将分别另文阐释。



无关，这样的孤立研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整体。”
取“施格”�I3译名对应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 也是从系统着眼。 吕叔湘（１９７９）论述过“主语” “宾语”并

不是一组相对待的概念，沈家煊（２０１０）论述过“宾语”归入“补语”，这就取消了“宾语”的术语

地位，那么与“宾语”相配的“宾格”最好就翻译成和“受事”相配的“受格”。 施受相对，那么配

合“施事”的“施格”就成了比较合适的译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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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ｃｏｍ, Ｂｕｒｔｏｎ Ｗ. １９８２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ｅｐｅｈｕａｎ. Ｉｎ Ｒｏｎａｌｄ Ｗ.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 ｅｄ.)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Ｕｔｏ⁃Ａｚｔｅｃ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ｖｏｌ.３: Ｕｔｏ⁃Ａｚｔｅｃ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２６７－３９３. Ｄａｌｌａｓ: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Ｂｉｅｒｇｅ, Ｓｔｅｆａｎｉｅ Ｒａｍｏｓ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ｆｆｉｘ ⁃ｇａｉ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ｅｐｅｈｕａ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８: ４３２－４４６.

Ｂｉｓａｎｇ, Ｗａｌｔｅｒ ２００６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ａｇａｌｏｇ. Ｉｎ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ｏｌｅ, Ａｎｄｒé Ｍｅｉｎｕｎｇｅｒ, Ｗｅｒｎｅｒ Ａｂｒａｈａｍ ( ｅｄｓ.) , Ｄ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ｓ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３１－３８１.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ｕｒｚｉｏ,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８６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Ｒｅｉｄｅｌ.
Ｂｕｓｓｍａｎｎ, Ｈａｄｕｍｏｄ １９９６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ｈａｏ, Ｙｕｅｎ Ｒｅｎ １９６８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ｐｏｋ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ｒｉ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７８ Ｅｒ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Ｗｉｎｆｒｅｄ Ｐ. Ｌｅｈｍａｎｎ ( ｅｄ.)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９－３９４. Ａｕｓｔｉｎ, Ｔｅｘ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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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ｒｉ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２００５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ｒｙ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Ｇｉｌ ａｎｄ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ｏｍｒｉｅ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９８－４０５.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ｉｘｏｎ, Ｒ. Ｍ. Ｗ. １９７９ Ｅｒ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５( １) : ５９－１３８.
Ｄｉｘｏｎ, Ｒ. Ｍ. Ｗ. １９９４ Ｅｒ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ｏｎｏｈｕｅ, Ｍａｒｋ ２００８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ａｔ'ｓ ｗｈａｔ, ａｎｄ ｗｈａｔ'ｓ ｎｏｔ. Ｉｎ Ｍａｒｋ Ｄｏｎｏｈｕｅ ａｎｄ

Ｓøｒｅｎ Ｗｉｃｈｍａｎｎ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２４－７５.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Ｃ⁃Ｔ.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７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 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ｒｉｃ Ｊ. Ｒｅｕ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ｌｉｃｅ

Ｇ. Ｂ. ｔｅｒ Ｍｅｕｌｅｎ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２２６－２５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Ｈｏｐｐｅｒ, Ｐａｕｌ Ｊ.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０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６( ２) : ２５１－２９９.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Ｒａｙ １９９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

( ７) : ２７２－２７９.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Ｒａｙ ２００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ｒａ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Ｏｔｔｏ １９２４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
Ｋｅｇｌ, Ｊｕｄｙ, Ａｎｎ Ｓｅｎｇｈ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ｅ Ｃｏｐｐｏｌａ １９９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Ｇｒａｆｆ ( ｅｄ.)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ｒｅ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７９－２３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Ｐｏｌｌａ, Ｒａｎｄｙ １９９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ｓ ｖｉａｂ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６３: ７５９－８１３.

Ｌｙｏｎｓ, Ｊｏｈｎ １９６８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ｙｏｎｓ, Ｊｏｈｎ １９７７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ｒｌａｎ,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１９８２ Ｍａｎｇａｒａｙｉ.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ａｙｎ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Ｅ. １９９７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ｘ: 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ｒｌｍｕｔｔｅｒ,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７８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ｓｓ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 １５７－１８９.
Ｐｏｌｉｎｓｋｙ,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０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ａｓｐｅｌｍａｔｈ,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 Ｄｒｙ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Ｇｉｌ ａｎｄ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ｏｍｒｉｅ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４２－４４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ｒｏｇｏｖａｃ, Ｌｊｉｌｊａｎａ ２０１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äｆｅｒ, Ｆｌｏｒｉａｎ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ｓｓ ３( ２) : ６４１－６８１.
Ｓｅｎｇｈａｓ, Ａｎｎ, Ｍａｒｉｅ Ｃｏｐｐｏｌａ, Ｅｌｉｓｓａ Ｌ. Ｎｅｗ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ｅｄ Ｓｕｐａｌｌａ １９９７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ｎ

Ｓ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Ｈｕｇｈｅｓ, Ｍａｒｙ Ｈｕｇｈ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ａｂｅｌ
Ｇｒｅｅｎｈｉｌｌ ( ｅｄ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１, ５５－５６１.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ａｓｃａｄｉｌｌ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ｉｅｗｉｅｒｓｋａ, Ａｎｎａ ａｎｄ Ｄｉｋ Ｂａｋｋｅｒ ２００９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ｊ Ｍａｌｃｈｕｋｏｖ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ｐｅｎｃｅｒ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ａｓｅ, ２９０ － ３０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ｅｔｔ, Ｔｈｏｍａｓ Ｌ. １９９１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ｅｐｅｈｕａ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ｐｉｎｇ １９９０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Ｅｒ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ｒｂａｎａ.

完　 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料库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心

ｗａｎｑｕａｎ＠ ｃａｓｓ．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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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ＣＨＥＮＧ Ｃｈｕｎｈｕ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 ＣＮＣＬＰ)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ＮＣＬＰ,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Ｘｉａ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ＮＣＬＰ ｆｏｓｔｅｒ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ｌｓｔｅｒ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Ｉｔ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ｎｙ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ｎｅｗ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Ｉ Ｙｏｕｗｅｉ,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ｕｅｎ Ｒｅｎ Ｃｈａｏ'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ｚｉ (字) ａｎｄ ｃｉ (词)
Ｙｕｅｎ Ｒｅｎ Ｃｈａｏ ｈａｓ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ｚｉ ( 字) ａｎｄ ｃｉ ( 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 ｏｆ ｈ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Ｃｈａｏ'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ｉ ／ ｃｉ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ｏｒｄｓ ｏｒ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 ｎ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ｈａｓ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ｇｕ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ｉ ａｎｄ ｃｉ, Ｃｈａｏ'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ｚｉ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ｎ ｒｈｙｔｈｍ ｗｈｉｌｅ ｃｉ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ｉ ａｎｄ ｃｉ ｏｎ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ｕｅｎ Ｒｅｎ Ｃｈａｏ'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Ｈａｎｙｕ, 汉语 ) ; ｚｉ ( 字 ) ; ｗｏｒｄ⁃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ｃｉ ( 词 ) ;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ｄｓ

ＷＡＮ Ｑｕ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ａｒ⁃ｆｅｔｃｈｅｄ ｉ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ｓ ａｎ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ｒ ｎｏ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ｗ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ｈｅ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Ｌｙｏｎｓ ( １９６８) ． Ｅｖ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ｓｏｍ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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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ｏｆ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ｗｒｏｎｇ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ＶＳ ／ ＳＶＯ． Ｔｈｉｓ ｗｏｕｌｄ ｇｏ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ｅｒ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ｉｃ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ｒ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ｅｒｂ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ｔｏ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ｊｕｘ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ＹＵＡＮ Ｄ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Ｙｉｙａ, Ｔｏｎａｌ Ｆ０ ｓｐｌｉｔｓ ｉｎ Ｑｉｄ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ＧＣＡ)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 ｆ０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Ｑｉｄ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ｎ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ｎｏｒａｎｔ, ｖｏｉｃｅｌｅｓｓ ｕｎａｓｐｉ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ｖｏｉｃｅｄ ｏｎｓｅ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ｗ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ＭＣ ｌｅｖｅｌ ｔｏｎｅｓ, ｂｏｔｈ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ｆ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ｏｎｓｅｔ ｔｙｐｅｓ． Ｆｏｒ ＭＣ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ｏｎｅｓ, ｏｌ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ｆ０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ａ
ｍｅｒｇｅ ｏｆ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ｎｏ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ｖｏｉｃｅｌｅｓｓ ｕｎａｓｐｉｒａｔｅｄ ｏｎｓｅｔｓ． Ｆｏｒ ＭＣ ｄｅｐａ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ｏｎｅｓ, ｂｏ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 ｍｅｒｇｅｄ ｆ０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ｏｎｏ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ｖｏｉｃｅｌｅｓｓ ｕｎａｓｐｉｒａｔｅｄ ｏｎｓｅ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ｖｏｉｃｅｄ ｏｎ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ｆ０ ｓｐｌｉｔｓ 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ｖｏｉｃｅｌｅｓｓ⁃ｖｏｉｃｅｄ”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ｓｅｄ ｆ０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ｎｏｒａｎｔ ｏｎ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ｎｓ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ｎｏｒａｎｔ ｏｎｓｅｔ ｆ０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ｖｏｉｃｅｌｅｓｓ ｕｎａｓｐｉｒａｔｅｄ ｏｎｓｅｔ ｆ０．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 ｍｅｒｇｅ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ｏｎ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ｖｏｉｃｅｄ ｏｎｓｅｔ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ｔｏ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ｎｏｒａｎｔ ｏｎｓｅ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Ｑｉｄ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ｓｏｎｏｒａｎｔ; ｔｏｎａｌ ｆ０ ｓｐｌｉｔ

ＺＨＵ Ｃｈｅｎｌ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ｏｓ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ｓ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Ｍａｄａｒｉ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Ｎａｓ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 ｍ ｎ ŋ]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ｌｏｓ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ｓａｌ＋ｓｔｏ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 ｍ ｎ ŋ]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ａｔｈｅｒ [ ｍｂ ｎｄ ŋɡ ]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ｉｇｈ ｖｏｗｅｌ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ｍｂ ]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Ｃ ｍｉｎｇ ( 明)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 ŋɡ ]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ＭＣ
ｙｉｎｇ ( 影) ／ ｙｉ ( 疑)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 ｎｄ ]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Ｃ ｎｉ ( 泥) ／ ｌａｉ ( 来)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ｖｏｗｅｌｓ, ｔｈｒｅ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ｏｆ [ ｎｄ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 ȵȡ ] →[ ȵȡʑ ] →[ ｎｄｚ ] ．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 ｍｂ ｎｄ ŋɡ ]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ｎａｓ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ｐｌｏｓ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ＵＮ Ｚｈｉｂ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ｉｔ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ｈｙｍｅ ｂｏｏｋ Ｔ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ｙｕｎｘｕｅ ｂｉａｎｌａｎ ( 同声韵学便览)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ｕｈ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ｆｅｉ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Ｒｏｍａｎｉｚｅｄ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 ｗｏｕｌｄ ｓｈｉｆｔ ｉｎｔｏ ∗ ｔｓ⁃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ｅｉｚｈｕａｎ ( 内
转) ｒｈｙｍｅｓ; ∗ ⁃ｕ⁃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Ｚｈｉ ( 止) , Ｘｉｅ ( 蟹) , Ｚｈｅｎ ( 臻) ａｎｄ Ｓｈａｎ ( 山)
ｒｈ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ｕ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ｕ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Ｙｕ ( 遇) ｒｈｙｍｅ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 ( 假) ｒｈｙｍ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ｕｎｒｏｕｎｄｅｄ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ｉ ( 日) ｉｎｉｔｉａｌｓ． Ｔｈｅ

·５５２·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


